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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從對偶分析法探討夫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對於情感表露相互影響的

模式。研究方法：以92對台灣南部之夫妻，在取得參與研究同意書後，以實驗室法進行
15分鐘夫妻衝突的實境討論錄影，之後再以問卷讓夫妻各自評量生活中的外在壓力與關
係壓力資料。錄影資料由2位評分者進行分析、根據24編碼的中文化特定情感編碼系統為
工具，分別檢視夫、妻在15分鐘互動中各自所表露的其情感行為，採對偶分析法檢視此
三變項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研究結果：(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有正相關，且外

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無顯著相關。(二)「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

傾向情感表露」、「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與「夫

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等三條路徑成立，顯示妻子在

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同時受到丈夫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以及自身之外在壓

力與關係壓力所影響；而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僅受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響。

研究結論：台灣夫妻對於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情感表露之相互影響，其模式差異主

要反映在妻子的壓力之感受所影響之夫妻的情感表露上，此結果可能與台灣夫妻互動的

特性或是文化的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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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　論

壓力是每對夫妻在踏入婚姻後必然會面臨的挑戰，其所面對之壓力種類多元，

如：工作、經濟、其他家庭成員期待、彼此習慣和觀念上不同的壓力等 (利翠珊，

1995；Geist & Gilbert, 1996; Randall & Bodenmann, 2017)，夫妻諸多壓力可進一步區

分為在夫妻關係之外的外在壓力和在夫妻關係之內的關係壓力。此兩種壓力對夫妻

而言皆具有強烈地相互影響力，造成夫妻在相處、睡眠、彼此溝通的障礙，導致夫

妻間的情感惡化、婚姻滿意度減低，倘若壓力持續未獲得有效的改善，最後甚至會

面臨離婚的狀態 (Karney & Bradbury, 1995; Randall & Bodenmann, 2009; 2017)。因此，

以早期介入心理衛生的觀點，探討此議題實有其必要性。

壓力情境可以反映出夫妻系統中的關係與調適，Randall與 Bodenmann (2017)在

針對壓力與滿意度的文獻回顧中，提出壓力應從被視為個人主觀感知的觀點，轉變

為被視為夫妻之間相互影響的系統因素。兩位學者也指出，源自於夫妻關係之外的

外在壓力與源自於夫妻關係之內的關係壓力，對伴侶之關係滿意度有顯著影響。而

在婚姻關係中，夫妻間溝通過程的情感互動占有重要角色，夫妻在溝通過程的情感

表露可作為婚姻滿意度的預測因子 (Gottman, 1994)。

夫妻之間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夫妻溝通中之情感互動的相互影響歷程可

作為檢視與預測夫妻婚姻狀況的重要依據，此為本研究的探討核心。故本研究將採

用對偶分析取向有效檢視此一關係，以觀察夫妻壓力與情感交流的動態過程。

(一)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過去對於夫妻關係的研究，多以女性個人的感受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常忽略

了婚姻是夫和妻兩個人結合而成的關係，較少研究是將夫妻視為一個單位進行探討

(周玉慧，2004；2005)。西方學者 Bodenman等人 (Bodmann, 1995; Traa et al., 2015)

提出壓力與因應的系統交流模式 (the Systemic Transactional Model, STM)，該模式指

出夫妻各自對於壓力的感受會影響到配偶，丈夫或妻子個人對於壓力的感受及認知

以及兩人之間對於壓力的溝通方式會影響到另外一方對於壓力的感受，進而影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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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配偶在面對壓力時候的因應方式。夫妻對壓力的因應與交流可能會直接或間

接地影響夫妻各自的情緒、健康和行為，而當壓力由一方感知進而影響夫妻雙方時，

此壓力則成為「夫妻共同的壓力」。

壓力依其形式有兩種分類方式：1.以「壓力源」作分類基準，分為夫妻關係以

外的外在壓力 (如：來自於工作、學校、或是其他的家庭成員或朋友的社會壓力 )，

以及夫妻關係之間的關係壓力 (如：來自配偶的令人不悅的個性和習慣、與配偶不

同的觀點、對孩子教育目標不一樣的壓力 )；2.以「壓力強度」作分類基準，分為重

大且具有變化性的事件的重大壓力 (如：家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有新的家庭成員

加入或退休等 )，及生活常見的事件的較小壓力 (如：像是上班遲到、與人發生擦撞

的交通意外等 ) (Bodenmann et al., 2006; Randall & Bodenmann, 2017)。在過去西方

夫妻關係壓力的研究中，Karney和 Bradbury(1995)所提出的「婚姻脆弱性 -壓力 -

調適模式」(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 of marriage)指出影響生活的重大事

件將使原本熟悉的生活規則被改變，是讓夫妻陷入婚姻困境的因素之一。Randall與 

Bodenmann (2009)更指出壓力甚至是導致夫妻離婚的原因之一，而關係壓力較外在

壓力更能影響婚姻品質 (Randall & Bodenmann, 2017)。Jackson等學者 (2016)針對社

區中低收入、育有子女且結婚九個月內的 431對新婚夫婦進行調查，發現金錢管理、

家事分擔和與其他家族成員相處等，為最容易影響婚姻的外在與關係壓力事件，進

一步檢視參與者認為此兩種壓力對婚姻影響的嚴重程度，參與者認為相較於關係壓

力，外在壓力是更為嚴重且需急迫解決的。

在華人的夫妻關係研究中，利翠珊 (1995)在 16對婚齡 5年內新婚夫妻的深度訪

談互動歷程中發現，妻子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束縛關係，比丈夫更易感

受到外在壓力，當此外在壓力超過妻子所能負荷之程度時，其將使夫妻溝通的過程

中產生爭執或挫折感。另外利翠珊 (2005)在台灣進行兩階段的夫妻研究，第一階段

與 3對育有障礙兒的夫妻，以深度訪談方式收集其對於壓力的經驗，發現壓力來自對

子女的不捨與擔心、生活上的壓力與夫妻關係壓力，特別是生活壓力更容易成為夫妻

爭執的來源，進一步影響夫妻關係壓力。以壓力源來看，對子女的不捨與擔心以及生

活上的壓力是屬於夫妻關係之外的外在壓力，夫妻關係壓力則是來自夫妻互動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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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皆顯示，夫妻婚姻品質受到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響。Westman (2006)

提出壓力的外溢 (spillover)效應與伴侶 (crossover)效應，外溢效應是指個人的壓力從

工作外溢至家庭或從家庭外溢至工作，是個人壓力在不同生活層面的流動；而伴侶效

應是指個人在工作或家庭壓力會外溢至伴侶，影響伴侶在壓力上的感知與回應。故

伴侶效應是建立在外溢效應的前提上，並強調伴侶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間界線

的流動。

而在台灣少有就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間的關係進行相關研究，因此本研

究以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為變項，進一步檢視夫與妻在婚姻過程中所感知的壓力與

影響。

(二)	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

夫妻在婚姻中的溝通與關係狀態，會因彼此的情感表露而相互影響，夫妻之間

的情感表露對於婚姻品質和婚姻滿意度具有 8%∼ 77%的解釋力，可用來預測新

婚夫妻的婚姻狀態 (利翠珊，1995；Banmen & Vogel, 1985; Miller & Kannae, 1999; 

Rogge & Bradbury, 1999; Rogge et al., 2006)。情感表露會反映在被觀察者生理的特

徵，如：聲調、面部的表情、特定的手勢以及身體姿勢的變化上。已有研究 (Xiao et 

al., 2003)以此特徵作為情感行為判斷的依據，並發展出早期的觀察性編碼系統工具，

像是Marital Interaction Cording System和 Facial Affect Scoring Technique，用以檢視

夫妻每一個動作的背後含意，藉以協助人際關係的分析 (Xiao et al., 2003)。Gottman

針對夫妻間的溝通，在 1989 年與 Krokoff 發展出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利用實驗室情境重演夫妻衝突議題，用以檢視夫妻在具有衝突的情境中所

展現出的情感表現，並依據夫妻在面對衝突議題時，所表現出來的語言、表情和動

作等，經十五分鐘錄影後由編碼員給予情感編碼，藉以了解以及分析夫妻溝通時的

狀態。SPAFF為現今檢視夫妻溝通歷程中最具實證效力的情感編碼工具，可有效預

測婚姻滿意度與關係的穩定狀態 (Coan & Gottman, 2007; Gottman, 1994)。

鑒於東、西方的文化特色與情感表達方式差異甚大，華人社會重視人情文化，

在家庭互動中常以迂迴、隱晦的方式溝通，且少用語言直接表達情感。盧怡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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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將 Gottman研究團隊的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進行中文化轉譯，完成

文化對等性檢視，包括內容效度、編碼員信度、專家效度，並考量到華人社會的溝

通特色，新增 5項本土夫妻情感編碼 (忍耐、感恩、欣賞、不耐煩、包容 )，並刪除

1項原始編碼 (哀訴 )，修正為適用於華人夫妻的中文版情感編碼系統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Revised Chinese Version-24, SPAFF-C-24)。本研究以 SPAFF-C-24作

為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測量工具，並將其中之正向情感出現頻次減去負向情感出

現頻次所得之差額，除以 900秒之測量時間，所得之值為「正傾向情感表露」值，

以顯示夫妻情感表露之整體傾向。

(三)	夫妻壓力與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相關研究

利翠珊 (1997)對 30∼ 53歲且育有 1∼ 25歲子女的 25對夫妻以深度訪談的方

式研究台灣夫妻親密之情，其認為台灣夫妻在溝通的過程所展現出的型態與風貌，

可以將親密之情區分為四種情份表現，並依四種情份的種類和來源分述如下：1.「感

激之情」：夫妻在長時間的婚姻歷程中，感受到伴侶對於婚姻關係的付出與犧牲；

支持與配合；鼓勵；退讓、等待與包容而衍生出的感恩情份。2.「欣賞之情」：來自

於喜愛伴侶的個性、能力的情份。3.「親近之情」：在長時間的婚姻歷程中，與伴侶

一同分享以及分擔來自於彼此生命裏特殊的經驗，兩人溝通時所衍生出彼此貼近彼

此感受的情份表現。4.「契合之情」：在婚姻經歷中，因著倆人相知、相惜，以及相

互依賴、信任所產生的情份表現。該研究歸結此四種親密之情的表現，會因著時間

增加而相互增長，能夠反映出夫妻願意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的主觀感受，且會受婚姻

溝通有效與否的影響。在利翠珊 (1995)另一項對 16對婚齡 5年內的新婚夫妻進行深

度訪談的研究中，當夫妻面臨外在壓力而產生爭執時，依據夫妻溝通情形可區分為：

開放且直接的方式表達自身想法的「相敬如賓型」、吵架方式互動中不影響彼此感

情的「歡喜冤家型」，以及彼此互動少且最容易潛藏婚姻危機的「貌合神離型」。

此外，若妻子採「忍耐克己」、「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等反求諸己的溝通方

式作為壓力的因應，妻子會是「既痛苦又埋怨」的負向感受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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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利翠珊的兩項研究顯示夫妻情感與婚姻溝通有密切的關係，在第一項研究

中，夫妻溝通中的正向及中性情感表露可以促進夫妻親密之情的發展。在第二項研

究中，當夫妻面臨壓力與衝突情境時，彼此間負向情感的表露則是會影響夫妻關係，

且妻子對於負向情感的隱忍或迂迴則會形成自身壓力的累加。但上述研究皆是透過

訪談所獲取之資料，呈現出夫與妻的主觀看法，研究人員並無法從實際觀察中獲取

夫妻互動的觀察資料。

Neff與 Karney (2004)探究美國 82對新婚且未育子女的年輕夫妻進行四年的

長期觀察，探究外在壓力與夫妻關係的影響，結果發現當妻子經歷較多的工作壓

力時，其婚姻滿意度與婚姻品質隨時間而驟降，丈夫則未被外在壓力所影響，顯示

對妻子而言，外在壓力外溢至關係壓力的影響較大。Falconier等人 (2015)以行動

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探究瑞士 110對社區夫妻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

擾 (extradyadic stress from daily hassles)與夫妻內在關係壓力 (intradyadic stress from 

relationship problems)、婚姻滿意度之關係，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之夫妻內在關係壓

力皆是自身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婚姻滿意之中介變項。但是，女性

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會經由自身與配偶之夫妻內在關係壓力的中介

變項，進而影響男性的婚姻滿意度；而男性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夫

妻內在關係壓力，對配偶則無伴侶效應之影響。

Ledermann 等人 (2010) 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APIMeM)，分析瑞士的 345對異性戀夫妻進行夫妻的

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和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三個變項間關係與影響，結果發現不論男

性或女性，自身關係壓力皆為自身之外在壓力與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的中

介變項；而女性之外在壓力，可透過女性之關係壓力與男性之關係壓力兩個中介變項，

同時影響男性之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但男性之外在壓力則無此效果。

從 Neff與 Karney (2004)的研究來看，外在壓力會對妻子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其

關係壓力，但丈夫的關係壓力則未受外在壓力影響，顯現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呈現

出性別因素。而 Falconier等人 (2015)與 Ledermann等人 (2010)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

示夫與妻自身的外在關係壓力會透過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婚姻品質與婚姻溝通，且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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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會對男性之婚姻品質與婚姻溝通產生伴侶效應，但男性的

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對配偶則無伴侶效應。上述研究大致顯示外在壓力影響關係壓

力，進而影響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的路徑關係，且性別會是路徑關係中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 Xu等人 (2016)針對 474對中國大陸夫妻的研究中，發現不論是丈夫或

妻子，自身的外在壓力會透過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但是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對於配偶的關係壓力與關係滿意度則無顯著影

響，亦即性別在此並無呈現伴侶效應之影響。Xu等人對於此結果的解釋是中國大陸

夫妻大都為雙薪家庭，彼此承擔相近的壓力與角色，因此性別的差異在此無法凸顯。

對於台灣夫妻而言，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情感表露之關係，以及性別在此中所呈

現的角色為何，則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

(四)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婚姻關係是透過丈夫與妻子雙方的情感交流與互動逐步建立與相互影響的，

若僅從個體單方面檢視夫妻間的壓力、關係與情感互動，易因資訊的不足而產生誤

差。Ledermann等人 (2011)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則是將夫妻視為一個單位，

以夫妻對偶分析來研究夫妻關係的研究典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如圖 1所

示，X1、M1與 Y1分別為其中一方的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X2、M2與 Y2則

為對偶關係中另一方的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在此模式中，有四個直接路徑，

其中 X1→ Y1、X2→ Y2是自身自變項至依變項的路徑，稱之為行動者效應 (actor 

effect)，而 X1→ Y2、X2→ Y1則是自身自變項至伴侶依變項的路徑，稱之為伴侶效

應 (partner effect)。

而上述四條直接路徑，亦可分別探究中介變項在其間的作用，其中

X1→ M1→ Y1、X2→ M2→ Y2的路徑是自身自變項經由自身中介變項進而影響自

身依變項，稱之為行動者效應 (actor-actor effect)；X1→M1→ Y2、X2→M2→ Y1的

路徑是自身自變項經由自身中介變項進而影響伴侶依變項，稱之為行動者—伴侶效

應 (actor-partner effect)；X1→ M2→ Y2、X2→ M1→ Y1則是自身自變項經由伴侶

中介變項進而影響伴侶依變項，稱之為伴侶—行動者效應 (partner-actor effect)；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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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M2→ Y1、X2→M1→ Y2則是自身自變項經由伴侶中介變項再回頭影響自身依

變項，稱之為伴侶—伴侶效應 (partner-partner effect)。

在台灣，未有針對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及其對夫妻間溝通影響之相關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究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關係，並以實驗

室觀察方法，即時收集夫妻溝通的互動過程，而以情感表露作為夫妻互動溝通之具

體觀察標的。

二、研究方法

(一)	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方法主要是將夫與妻的兩筆資料視為對偶關係資料，旨在檢視夫妻情感

在夫妻二人各自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情感表露間的關係，並透過行

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對夫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以及夫妻溝通中的情感

圖 1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Note.  From “Assessing mediation in dyadic data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by T. Ledermann, S. Macho, and D. A. Kenny, 201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8, p.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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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露，做細緻的分析。此統計方法有助於我們了解夫與妻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以及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其路徑為何，而夫與妻之間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又是如何相互影響。而研究目的在於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檢視丈夫與妻

子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衝突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之路徑關係。本研究提

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關係壓力呈現行動者效應。

假設二：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負向行動者效 應。

假設三：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

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行動者效應。

假設四：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

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伴侶效應。

假設五：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

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行動者效應。

假設六：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

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伴侶效應。

圖 2　本研究夫妻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 APIMeM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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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實驗室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經由網路與海報之方式

招募願意參與研究並符合下述條件之夫妻：年齡為 20歲以上、使用國或台語溝通、

夫妻雙方均為未罹患重大疾病者、婚齡或同住時間至少 6個月、夫妻雙方均同意填

寫問卷且完成錄影者；且夫妻任一方非重大疾病者、且不具有認知障礙或罹患精神

疾病者。研究對象之人口學資料如表 1。

本研究之夫妻資料共有 184人 (n = 92對 )。從個人與家庭特性來看，夫妻年齡

範圍介於 25∼ 86歲，平均年齡約為 46歲，其中 39歲以下約佔半數，丈夫與妻子

分別為 44%與 48%。婚齡範圍為 0∼ 58年，平均婚齡約為 17年，其中又以 5年

內的夫妻居多 (45%)。教育程度夫、妻皆以大學占大多數，其次為碩 /博士，高中

(含 )以下者佔少數；職業方面，夫從事專業性職業者 (包含行政總務、法律、金融

會計、醫療衛生、工程研發、教育、美容美髮、與農林漁牧 )約占 51%，妻則約占

44%；夫從事非專業性工作者 (包含銷售、餐飲、家管和自由業 )約佔 30%，妻則約

佔 23%，而無工作者夫約占 18%，妻約占 33%。經濟方面，僅有 2位妻子自覺經濟

清寒 (2%)，其餘夫妻皆自覺經濟達到普通甚至小康 /富裕。

(三)	資料蒐集程序

每對同意參加研究的夫妻皆需完成一次婚姻史訪談、夫妻衝突討論互動錄影以

及問卷量表的填寫。本研究依據 Gottman (1998)所擬定的夫妻互動錄影程序進行，

讓夫妻選定日常生活中的衝突素材，在實驗室中呈現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互動，

藉以捕捉夫妻互動交流中真實的情感表露。資料蒐集程序如下：

1. 夫妻婚姻史訪談
夫妻一同於獨立空間進行，目的為建立研究者與夫妻的熟識和信任關係並了解

其婚姻史、夫妻關係與婚姻觀。訪談內容包含夫妻如何認識、追求到決定結婚，以

及婚姻中美好與痛苦之經歷。整個婚姻史訪談過程約進行 10至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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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夫妻樣本特性

變項名稱

丈夫樣本

(n = 92)
妻子樣本

(n = 92)
夫妻樣本

(n = 184)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年齡(範圍：25∼86歲) 45.98 (15.13)
	 39歲以下 40 43.50 44 47.80
	 40-59歲 29 31.50 30 32.60
	 60歲以上 23 25.00 18 19.60

婚齡(範圍：0∼58年) 17.20 (17.29)
	 5年以下 41 44.57 41 44.57
	 6-30年 27 29.35 26 28.26
	 31年以上 24 26.09 25 27.17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16 17.40 23 25.0
	 大學 50 54.30 40 43.50
	 碩/博士 26 28.30 29 31.50

職業類別

	 專業性工作 47 51.10 40 43.50
	 非專業性工作 28 30.40 21 22.80
	 沒有工作 17 18.50 31 33.70

經濟狀態

	 貧窮/清寒 0 0.00 2 2.17
	 普通 52 56.52 48 52.17
	 小康/富裕 40 43.48 42 45.65
註： 表中夫妻所書寫的「婚齡」不同，乃因夫妻兩人分開填寫，且有5成多的夫妻為
中老年，可能因年齡而影響記憶之準確性，使得夫妻二人所填寫的「婚齡」有些

許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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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定夫妻討論議題
研究者使用夫妻問題困擾量表 (Couple’s Problem Inventory)為工具，以訪談方式

協助夫妻聚焦於最近一個月最感困擾的爭執議題，作為夫妻衝突討論互動錄影之討

論主題。

3. 夫妻衝突討論錄影
決定衝突討論議題後，安排夫與妻對坐，並以攝影機捕捉腰部以上的姿勢和表

情。說明程序、並確認夫妻雙方無其他疑問後，即開始 15分鐘的衝突議題討論和同

步錄影，研究人員在夫妻開始討論時離場，並於 15分鐘後返回。

4. 問卷評量
待錄影結束後，研究者將請夫妻回想方才衝突討論的過程，並由夫與妻各自獨

立填寫「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以了解夫妻所感知的最近一年之外在壓力與關

係壓力。夫妻完成所有研究流程後，給予每對夫妻 500元的參與報酬，以感謝其參

與。

(四)	研究工具

1. 正傾向情感表露
本研究使用的情感表露評估工具乃是林梅鳳研究團隊 (盧怡任等，2022)譯自

Gottman (1994)特定情感編碼系統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並加入台

灣華人情感編碼之特定情感編碼系統中文版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Revised 

Chinese Version-24, SPAFF-C-24)，進行夫妻衝突討論過程情感表露的編碼與計分結

果。此編碼系統中共有 24項的情感碼 (如附錄二 )，分為 9項正向情感碼、14項負

向情感碼和 1項中性情感碼。情感表露程度以秒為單位進行編碼計次，由編碼員將

每一秒的情感表露進行編碼，計算正向、負向、與中性情感出現之總次數，將 900

秒 (15分鐘 )中所出現的正向情感次數減去負向情感次數後，所得之差數除以 900

所後得的數值，即為參與者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之得分。本研究由受過訓練的編碼

員就此工具之 24項情感碼進行編碼，而不同編碼員的夫妻編碼結果之 Kappa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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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顯示編碼員在情感編碼具有中度一致性。

2.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在夫妻壓力方面，本研究採用 Xu等人 (2016)譯自 Bodenmann et al. (2007)編

制的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 (Multidimensional Stress Questionnaire for couples into 

Chinese, MSQ-C)，此量表包含 18題 (如附錄一 )，採四點量表計分 (1分為沒有壓力；

4分為強烈壓力 )，分數越高顯示其壓力越大，包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原量表譯

為內在壓力 )兩向度：

(1)外在壓力：包含工作、社交、自由時間、照顧小孩、原生家庭、生活條件、經濟、

與日常瑣事等，共 8題，在 Xu等人 (2016)研究的中國樣本中，夫與妻的內部

一致性係數皆為 .69，具可接受信度；而本研究之台灣夫與妻樣本之 Cronbach 

α皆為 .89。

(2)關係壓力：包含伴侶間意見、人生觀、不良習性、個性、不雅行為、能力、關

係束縛、關係距離、責任義務、與關係忽略等相處壓力，共 10題，在 Xu等人

(2016)研究的中國樣本中，夫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0，妻則為 .75，具可接受

信度，在本研究之台灣夫與妻樣本中，其 Cronbach α皆為 .89。

3. 夫妻困擾問題 
本研究之夫妻困擾評估工具以 Gottman (1977) 13題夫妻問題量表為基礎，考量

台灣夫妻對婚姻問題的感知具文化特殊性，故加入周玉慧 (2009)所歸納的八大項華

人夫妻常見衝突問題類型，經剔除重複項目並新增題項後，彙整為本研究所使用之

夫妻困擾問題量表，包括性生活、溝通、家庭與朋友、不良習慣、工作、對待態度、

豢養寵物、生病、治療、身體改變或心理煩惱、與未來計畫等共 20題，為自填式問

卷，每題得分介於 0-10分，0分表示無困擾，10分表示該困擾嚴重影響夫妻關係，

以其得分評估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見問題對婚姻關係影響的嚴重度，並從中選出最感

到困擾的爭執或衝突項目，成為夫妻互動錄影時的討論議題。在議題討論上，夫妻

一致的前三大困擾問題為對待親戚的方式、夫妻間溝通以及夫妻對待彼此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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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分析策略

本研究以 SPSS軟體進行分析描述統計、以 Spearman’s rho分析研究各變項間

的相關性，以及以 AMOS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分析，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互依賴中介模式 (APIMeM)檢視，以及依循

Ledermann等人於 2011年之設計，僅包含外顯變項，故在此模型中，直接使用各變

項之總分進行分析，以檢視夫妻各自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情感表露

三者之行動者與伴侶效應。模型適配度指標採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 (χ2/df) < 0.3；

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RMR (root mean-square residual)和 RMSEA (root 

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08等，作為研究資料與假設模型間具良好適

配之依據 (Bagozzi & Yi, 1988; Henry & Stone, 1994; Hu & Bentler, 1999；陳耀茂，

2021)。

為檢驗研究假設一和二，本研究將各自檢視夫與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對婚

姻溝通中之正傾向情感表露的作用路徑效果，並以關係壓力對夫妻正傾向情感表露

的中介作用路徑效果 (圖 2)檢驗假設 3。

三、研究結果

(一)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分析

夫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描述性統計如 (表 2)。分別檢視丈夫與妻子感受

較高之外在壓力項目，發現丈夫與妻子在「工作與教育」、「經濟」以及「自由時間」

三項上之外在壓力感受程度最高，此三項目分別佔丈夫與妻子外在壓力的 41.1%與

41.8%，唯上述題項平均數皆在 2以內，對夫與妻造成之壓力並不強烈。

若從關係壓力檢視夫妻各自認為最強烈之壓力源，發現丈夫以「與配偶意見不

合」、「配偶不易相處的個性」、以及「對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的感受壓

力程度最高，佔丈夫關係壓力的比例 34.2%；而妻子則為「與配偶意見不合」、「對

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以及「配偶能力欠缺」，佔妻子關係壓力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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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本結果顯示丈夫和妻子在感知關係壓力程度上，皆對「與配偶意見不合」的

感受較強，但上述的題項題項平均數也皆在 2以內，整體而言對夫與妻造成之壓力

並不強烈。

表 2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分析

題　項

丈夫(n = 92) 妻子(n = 92)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 
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 
百分比

外在壓力 13.26 4.07 100.0 13.68 4.42 100.0
	 工作、教育 2.02 0.91  15.3 2.10 0.96 15.3
	 社交 1.50 0.62  11.3 1.57 0.77 11.4
	 自由時間 1.67 0.77  12.6 1.77 0.92 13.0
	 小孩 1.54 0.82  11.6 1.62 0.88 11.8
	 原生家庭 1.66 0.91  12.5 1.68 0.75 12.3
	 生活條件 1.58 0.73  11.9 1.47 0.75 10.7
	 經濟 1.75 0.85  13.2 1.85 0.94 13.5
	 日常瑣碎 1.53 0.64  11.6 1.63 0.67 11.9
關係壓力 15.34 4.64 100.0 16.66 5.04 100.0
	 與配偶意見不合 1.87 0.68  12.2 2.09 0.72 12.5
	 對關係與人生持不同態度 1.67 0.74  10.9 1.89 0.76 11.4
	 配偶的不良習性 1.62 0.64  10.6 1.78 0.81 10.7
	 配偶不易相處的個性 1.70 0.75  11.1 1.76 0.83 10.6
	 配偶的不雅行為 1.28 0.48   8.4 1.46 0.82 8.7
	 配偶能力欠缺 1.61 0.77  10.5 1.88 0.85 11.3
	 關係受束縛 1.38 0.63   9.0 1.43 0.68 8.6
	 與配偶有距離 1.25 0.48   8.2 1.40 0.65 8.4
	 責任與義務分配不滿意 1.41 0.60   9.2 1.50 0.70 9.0
	 忽略配偶 1.54 0.72 10.1 1.47 0.65 8.8

以 Kolmogorov-Smirnov test檢驗依變項 (正傾向情感表露 )的結果為未符合常

態分佈 (p < 0.001)。在 15分鐘衝突情境的夫妻溝通中，丈夫的正向情感碼與負向情

感碼平均各自出現 34.80次與 101.28次，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為 -0.07分；妻子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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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情感碼與負向情感碼平均各自出現39.14次與112.36次，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為 -0.08

分 (表 3)。顯示夫妻在 900秒溝通的整體趨勢上，傾向以負向情感表現討論衝突。

表 3　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分析

變項名稱
丈夫(n = 92) 妻子(n = 92)

t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SPAFF-C-24
正向碼(頻次) 34.80 34.09 39.14 39.49 -1.30 .20
負向碼(頻次) 101.28 94.44 112.36 114.91 -1.05 .30
中性碼(頻次) 763.91 89.76 748.50 110.03 1.48 .14
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 -.07 .12 -.08 .15 .58 .56

(三)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分析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分如表 4、

表 5。在本研究各變項中，除妻子之關係壓力顯著高於丈夫之關係壓力，其餘則無顯

著差異 (如表 4)；夫與妻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方面，有顯著正相關。而夫與妻之

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分別與正傾向情感表露方面，除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與自身之

外自壓力以及妻之外在壓力無顯著相關之外，其餘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分別與正

傾向情感表露有顯著負相關 (如表 5)。

表 4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和正傾向情感表露之描述性統計 (n = 92對 )

變項名稱
夫 妻 Z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ProbabilityM SD M SD
外在壓力 13.27 4.07 13.68 4.42 -0.84 0.40
關係壓力 15.34 4.64 16.66 5.04 -2.56** 0.01
正傾向情感表露 -0.07 0.12 -0.08 0.15 -0.20 0.8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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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相關分析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1.丈夫外在壓力
2.丈夫關係壓力 .649**
3.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165 -.224*
4.妻子外在壓力 .505** .283** -.143
5.妻子關係壓力 .304** .290** -.276** .547**
6.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290** -.415** .557** -.269** -.352**
*p < .05. **p < .01

本研究以 AMOS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互依中介

模式 (完整模型 )檢視其中的相關關係，信賴區間則以 Bootstrap計算之，將正傾向

情感表露分數，以及夫妻的外在壓力和關係壓力的總分各自加總後作為觀測變數 (四

方形 )的資料來源，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研究結果如表 6與圖 3。考量夫妻

各自的外在壓力到正傾向情感表露之 4條直接路徑沒有顯著效果，故刪去此 4條直

接路徑後，再以 AMOS統計軟體分析所得模型適配度指標分別為 χ2 = 0.323、df = 4、

χ2 /df = 0.081、GFI = 0.999、AGFI = 0.994、RMR = 0.007、RMSEA = 0.000，顯示此

模型具良好適配度。

研究結果顯示 (如表 6、圖 3)，夫與妻的外在壓力與自身的關係壓力路徑關係成

立，因此「假設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關係壓力呈現行動者效應」成立；而夫與

妻之外在壓力與自身的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不成立，因此「假設二：夫與妻之

外在壓力對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負向行動者效應」不成立。

而在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在行動

者—行動者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路徑關係不成立，而「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

路徑關係成立，因此「假設三：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

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行動者效應」部分成立。

在行動者—伴侶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

露」路徑關係成立，且「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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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行動者效應和伴侶效應

參　數 估計值
95%信賴區間
下界

95%信賴區間
上界

P值

行動者效應

丈夫外在壓力→丈夫關係壓力 0.62 0.45 0.77 0.00
妻子外在壓力→妻子關係壓力 0.55 0.35 0.72 0.00
丈夫關係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16 -0.40 0.07 0.19
妻子關係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30 -0.51 -0.10 0.01
丈夫外在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03 -0.22 0.33 0.75
妻子外在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05 -0.21 0.29 0.68

伴侶效應

丈夫外在壓力→妻子關係壓力 0.04 -0.14 0.23 0.71
妻子外在壓力→丈夫關係壓力 -0.03 -0.20 0.16 0.78
丈夫關係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37 -0.55 -0.16 0.00
妻子關係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33 -0.60 -0.69 0.12
丈夫外在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02 -0.22 0.27 0.86
妻子外在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03 -0.32 0.29 0.98

圖 3　夫妻壓力與情感表露之路徑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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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關係成立，因此「假設四：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

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伴侶效應」成立。在伴

侶—行動者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

與「妻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皆不成立，

因此「假設五：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

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行動者效應」不成立。在伴侶—伴侶效

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與「妻外在壓

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皆不成立，因此「假設六：

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

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伴侶效應」不成立。

在解釋變異量部分，夫與妻的外在壓力對丈夫關係壓力的解釋變異量為 37% (R2 = 

.37)、對妻子關係壓力的解釋變異量為 32% (R2 = .32)。而夫妻二人的外在壓力在夫與

妻關係壓力的中介作用後，對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的解釋變異量為 15% (R2 = .15)、

對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的解釋變異量為 26% (R2 = .26)。

四、討論與結論

(一)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正傾向情感表露

本研究目的在應用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檢視台灣夫妻之外在壓力、關

係壓力和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丈夫與妻子各自的外在壓力與關

係壓力皆僅具行動者導向，亦即丈夫和妻子的關係壓力僅受來自自身的外在壓力所

影響，但不受伴侶的外在壓力之影響。本結果相符於 Randall與 Bodenmann (2009)

的壓力外溢 (stress spillover)理論，即外在壓力會透過不同層面外溢至夫妻內部，進

而造成夫妻關係之壓力；此結果與 Xu等人 (2016)以大陸夫妻為樣本之發現相同，

顯示壓力外溢具備跨文化的特性。

上述研究結果與 Ledermann等人 (2010)的研究結果一致，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

力上，夫與妻皆呈現行動者效應，且兩者為正相關。而 Neff與 Karney(2004)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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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只在妻子上有相關，在丈夫上則無相關，則與本研

究結果不一致。本研究結果支持 Ledermann等人 (2010)的結論，外在壓力與關係壓

力之關聯並無性別上的差異。

在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研究顯示不論是丈夫或妻子，其自身

的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皆無顯著相關。在 Falconier等人 (2015)的研究中，夫

與妻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婚姻滿意度無直接相關；在 Ledermann等

人 (2010)的研究中，外在壓力與衝突情境中之夫妻溝通亦無直接相關。本研究和前

述研究結果一致。

而在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本研究顯示出有「妻外

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伴侶效應 )、「夫

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伴侶效應 )與「妻

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行動者效應 )等

三條路徑成立，上述結果顯示了幾點意涵。第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均透過自身關

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配偶之正傾向情感表露，此結果與Westman (2006)的論點

一致，即壓力不僅會從個人工作層面外溢 (spillover)至關係層面，亦會從個人外溢

至伴侶，產生伴侶效應 (crossover)。第二，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

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僅在妻子身上顯現，丈夫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不成立。在

Falconier等人 (2015)、Ledermann等人 (2010)以及 Xu等人 (2016)的研究中，夫與

妻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皆成立，本研究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則呈現出夫妻之間

的性別差異。

第三，本研究中，妻子之正傾向情感表露受到兩條路徑影響，分別是夫自身

外在壓力經由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以及妻子自身

外在壓力經由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自身正傾向情感表露；而丈夫之正傾

向情感表露，則是僅受到妻子外在壓力經由妻子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丈夫之

正傾向情感表露，並不受到自身外在壓力與自身關係壓力之影響。本研究結果與

Ledermann等人 (2010)以及 Falconier等人 (2015)的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在上述研

究中，不論是丈夫或妻子的婚姻溝通，皆同時受到自身與伴侶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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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而本研究則顯示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不受自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

響，而是受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路徑關係影響較大。不一致之處可能在於上

述研究是以問卷收集夫妻之溝通狀態，是採事後回溯的方式，而本研究則是以實驗

室方法即時觀察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丈夫情感表露的伴侶效應顯現丈夫的正傾

向情感表露程度易受溝通當下妻子的關係壓力感受所影響，而較少受自身外在壓力

與關係壓力所影響，故妻子在溝通中所感知的壓力與呈現的狀態會是夫妻溝通中的

重要因素。因此資料蒐集方法的不同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不同，也顯示本研究以即

時方式觀察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有其學術應用上的重要價值。

本研究也顯示妻子在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婚姻溝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妻子在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同時受到丈夫與自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路徑

之影響，而丈夫在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僅受到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路

徑所影響，兩者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此結果顯示妻子在婚姻關係中是較敏感且

易受雙方關係所影響，並容易將所感知之壓力展現於夫妻溝通的情緒中，而妻子對

壓力的展現又會進一步影響丈夫於夫妻溝通中的情緒表現。此結果也相映於利翠珊

(1995)的研究，夫妻在處理來自家族代間關係或是夫妻之間的衝突時，丈夫通常因

忙於工作或不善於表達內心想法，對於衝突較採取被動方式，而由妻子作為面對壓

力與改變關係的發動者。然而在 Xu等人 (2016)針對中國大陸夫妻的研究中，夫與

妻與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關係滿意僅具有行動者—行動者效應，並未有中介變項

的伴侶效應，性別在此並無差異。本研究與 Xu等人 (2016)的研究差異顯示在華人

夫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相關夫妻品質變項之路徑關聯上，仍有進一步探討之

必要。

此外，在本研究中，夫與妻在衝突情境之十五分鐘討論中，負向情感出現的頻

次遠高於正向情感。Gottman (1994)認為在夫妻溝通中，正向與負向情感表露頻次約

為 5比 1是維持婚姻穩定的黃金比例，故負向情感表露頻次太高會影響婚姻之穩定

性。對於婚姻關係的經營，Gottman與 Silver (2015)建議夫妻平時應培養對彼此的欣

賞與喜愛，多表達對配偶正向態度與情感，並在兩人意見不合或衝突時，試著理解

對方的負向情緒，接納雙方觀點的不同並舒緩對方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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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台灣夫妻作為相依樣本之初探，其主要限制有四。其一，收案場域在

南部某社區中心與網路宣傳進行招募，故參加的夫妻多來自於南部社區，有待未來

研究擴展到其他地區樣本，藉以增加樣本之異質性與研究結果的外展性。其二，本

研究以 SEM進行理論模型架構之分析，所需樣本數建議至少達 200人以上，而本研

究之樣本數稍嫌不足，雖然相依樣本能減少樣本數需求，但仍可能影響分析結果的

穩定性 (Schumacker & Lomax, 2004)。其三，本研究在夫妻互動資料蒐集上，是採夫

妻婚姻史訪談、夫妻衝突互動錄影與填寫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的順序，而在夫妻

衝突討論後填寫問卷，可能會讓夫妻對壓力有高估的可能，未來研究在實施上可以

調整資料蒐集順序。最後，本研究結果中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

之殘差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基於本研究欲探討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正傾向情

感表露之關係，以及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經由關係壓力後的關係，故未再就

殘差值多加以討論之，建議未來的夫妻研究可就此初探結果加以深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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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

外在壓力 關係壓力

1、 工作、教育(不知所措、期限壓力、
高期望、無挑戰、缺乏認可、職業發

展等)。

2、 社交(與鄰居、同事、熟人、社會關
係和閒人有衝突)。

3、 自由時間(期限壓力、太多活動、不
滿意的娛樂活動、個人時間太少、有

壓力進行)。

4、 小孩(照顧小孩、培養小孩、陪小孩
玩、依賴家長、束縛家長、操心過

多)。

5、 原生家庭(分離、依賴、衝突、維繫
等)。

6、 生活條件 (住宅大小、噪音、地點
等)。

7、 經濟(貸款、缺錢、工資不漲等)。
8、 日常瑣事(丟失或換新、不時困擾、
派對、交通阻塞、延誤等)。

1、 與伴侶意見不合(衝突、爭論)。
2、 對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不同
的目標、需求和觀點)。

3、 伴侶的不良習性(如：禮貌、粗心大
意、心不在焉)。

4、 伴侶不易相處的個性(如：脾氣、靈
性、依賴、正直)。

5、 伴侶的不雅行為(如：吸煙、醉酒、
過度看電視，或飲食習慣)。

6、 伴侶能力欠缺 (溝通能力、解決問
題、處理壓力等)。

7、 關係受束縛 (獨處時間少、太過親
近、形影不離等)。

8、 與伴侶有距離(不夠親近、親密、沒
有共同愛好和興趣等)。

9、 責任與義務分配不滿意(如：家務、
照顧小孩和工作等)。

10、 忽略伴侶(關心太少、示愛、性生
活)。

附錄二　特定情感編碼系統中文版

種　類 內　　容

正向情感碼 感興趣、低度的認同、高度的認同、關愛、幽默、驚奇/開心、 
包容、欣賞、感激、

負向情感碼 嫌惡、鄙視、挑釁、低強度的指使、高強度的指使、批評、生氣、

緊張、尷尬的幽默感、辯護、傷心、冷眼旁觀、不耐煩、忍讓

中性情感碼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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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ouples

Pei-Ching Tsai, Mei-Feng Lin, Yu-Ping Chen, Yi-Jen Lu

Purpose: We used dyadic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xternal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stress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 Taiwan. 
Methods: A total of 92 couples in Sou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a 15 minute session 
of laboratory-based conflict discussion. They were video-recorded with their informed 
consent. They also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external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stress. 
Two researchers separately used the 24 codes from the Chinese Specific Affect system to 
code the emotional behaviors expressed during each couple’s conflict. We applied dyadic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variables. Results: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external stress positive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The 
wives’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affected both by her husband’s and her 
own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In contrast, a husband’s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his wife’s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Conclusions: 
The gender difference we identified suggests that the wife’s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 stress 
impacts the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the coupl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whether these findings are linked with the particular dyadic interactions investigated 
or whether they reflect culturally-related factors for Taiwanese cou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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